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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销售与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

———基于微观企业视角

张鹏杨, 刘蕙嘉, 刘会政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124)

摘要: 本文利用 PageRank 算法, 纳入出口产品质量, 刻画企业全球中间品贸

易网络地位, 并在整合多方微观数据库资源的基础上, 检验了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

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对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 研究发现: 企业

数字化销售转型对提升企业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化销售

模式通过提高企业出口市场广度和出口强度促进了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

升; 数字化销售模式对小规模企业、 一般贸易企业和贸易网络范围小的企业的影响

效果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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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为代表的全球产业分工模式已成为了

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全球价值链以中间品贸易为载体, 塑造了全球产业分工格

局, 形成了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 当前, 在大国博弈、 新冠疫情、 局部冲突等多因

素叠加的冲击下, 全球贸易网络格局正在加速重构。 抓住全球经贸网络格局重构的

重大机遇, 不断提升全球贸易网络地位和中心度, 成为中国构建贸易强国的题中之

义, 也是中国深化开放的重要途径之一。 自改革开放始, 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产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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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体系。 2002 年中国加入 WTO 以后, 在国际贸易舞台上迅速崭露头角。 2022 年中

国已连续六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人民币

40 万亿元, 比 2021 年增长 7. 7%①, 创历史新高。 从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上

看, 早在 2013 年, 中国贸易网络地位指数平均值就已经从 2004 年的 0. 72 上升到

了 1. 2②, 成为与美国和德国并列的三大国际贸易网络中心之一。 诚然, 中国过去

多年来全球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与中国的人口红利、 开放的政策、 制度环境、 稳定

的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同时, 互联网等经济新业态的发展也对中国贸易

及其贸易网络格局形成、 演变产生了较大推动作用(施炳展, 2016; 许和连等,
2015)。

当前,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以 5G、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数字产业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动能, 中国是数字化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践

行者。 2021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增至 45. 5 万亿元, 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 39. 8%,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③。 而依靠传统的

互联网不断衍生出了种类繁多的数字经济新业态, 包括在线教育、 互联网医疗、 智

能制造和数字化生产等, 其中, 数字化销售是数字经济的最重要的业态之一。 数字

化销售是将数字技术手段应用于流通、 宣传、 销售等过程的销售模式。 电子商务作

为数字化销售的最典型代表, 展现出了明显的活跃度和发展潜力。 2021 年中国电

子商务交易总额达 42. 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9. 6%④,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

场; 2022 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 总额达到 2. 11 万亿

人民币, 同比增长 9. 8%⑤, 远高于疫情冲击下的中国贸易增速和全球贸易增速,
为贸易增长提供了重要动能。

本文以中间品贸易为研究起点, 刻画企业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研

究数字化销售模式对企业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与已有研

究相比,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研究问题上, 本文将数字化销售

模式与中国企业参与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演变相结合, 寻找解释中国全球贸易网

络地位演变的原因。 (2)研究维度上, 本文将研究细化到企业的层面, 提升了研究

的准确性。 (3)研究指标、 方法和内容上, 一是完善了测算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地

位的指标, 同时以企业贸易产品质量加以完善, 提升了指标的科学性; 二是研究方

法上, 依靠倾向匹配得分法、 双重差分法等多样化方法, 提升了研究结论的可靠

性。 另外, 本文对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 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 http: / / www. customs. gov. cn / / customs / xwfb34 / mtjj35 /
4799642 / index. html(访问时间 2023-02-16)。

本文使用 PageRank 值量化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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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为数字经济的影响作用研究; 第二类为

全球贸易网络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一)数字经济的影响作用研究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家经济与技术进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存在驱动经

济增长、 改善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促进贸易等多方面的积极效应(Cesar 和 Catali-
na, 2021; Acemoglu 和 Restrepo, 2018; Meijers, 2014)。 聚焦在数字经济对贸易

的影响上, 现有研究发现互联网设施的发展降低了贸易成本, 促进了国家和企业出

口(Yushkova, 2014; Fink 等, 2005)。 进一步具体到数字经济影响全球贸易网络地

位的研究上, 主要是从全球价值链方面考察的。 刘斌和潘彤 ( 2020)、 吕越等

(2020)分别从互联网、 人工智能的角度研究其对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

响; 齐俊妍和任奕达(2021)从数字经济渗透视角出发, 发现数字经济通过贸易成

本降低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向高端攀升。 然而, 全球贸易

网络地位与全球价值链地位不同, 其更多是衡量一国(某产品)在贸易节点上的重

要性, 刻画一个“节点”对贸易网络的控制力和垄断程度, 研究数字经济对贸易网

络地位影响的文献目前仍相对欠缺。

(二)全球贸易网络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全球贸易网络与全球价值链联系密切。 当前众多研究聚焦于构建全球价值链嵌

入程度及位置指数并展开(Koopman 等, 2011; 王岚和李宏艳, 2015; 唐宜红和张鹏

杨, 2017)。 然而, 无论是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还是位置都不能真正刻画各个国家、
产业和企业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中心度。 Freeman(1978)提出测度网络地位的

中心性指数, 成为衡量网络地位最广泛的方法; 许和连等(2015)利用该方法通过对

贸易网络的多方面指数的测度来衡量贸易网络地位; 马述忠等(2016)测算了网络

中心性、 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 将其作为刻画一个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

的关键指标。 除该方法外, 陈平和郭敏平(2020)使用产品层面双边贸易数据形成

进口额矩阵, 测算各企业的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的加权网络地位。 生产过程中的中间

品、 零部件的相互关联关系所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能较好地量化全球贸易网络, 具

体表现: 第一, 多数对全球贸易网络测度是利用中间品和零部件贸易规模来对全球

贸易网络进行测度(Yeats, 1998; Athukorala 和 John, 2016); 第二, 随着 Hummels
等(2001) 垂直专业化指数的出现以及 Koopman 等 ( 2014)、 Johnson 和 Noguera
(2012)等的出口增加值测算和分解框架的提出, 以相关方法测度全球生产网络的

研究增多。 此外, 社会学领域的一些方法也被引入来测算全球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
比如 PageRank 算法是一种基于网络节点的初始位置, 通过不断迭代最终测算出网络

结构的算法, 具有较强的科学性(Ermann 和 Shepelyansky, 2015)。 蒋雪梅和张少雪

(2021)使用该方法考察了中间品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演变; 吕越和尉亚宁(2020)
使用 PageRank 算法测度了企业的贸易网络并考察了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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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上述贸易网络地位的测度方法,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贸易网络及

其地位的影响因素。 一是传统的引力模型因素及其拓展可能是影响贸易网络的重要

原因, GDP、 地理距离、 沟通成本、 目的国的制度质量等均对贸易网络及其结构存

在影响(马佳卉和贺灿飞, 2019; 戴卓, 2012)。 二是部分学者对“一带一路”政策

影响民族地区在贸易网络地位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究(蔡宏波等, 2021)。 三是贸

易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存在内生机制的影响, 如互惠效应、 偏好依附效应、 连通效应

等(刘林青等, 2021)。 另外, 还有少数学者研究发现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全球

范围内扩大销售网络(石良平和王素云, 2018)。 但从数字化销售转型角度考察企

业全球贸易网络地位演变的相关研究尚未出现, 这也正是本文的切入点。
综上, 一方面, 关于数字经济对社会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对贸易、 全

球价值链位置等方面的影响, 特别是聚焦到数字化销售新业态, 鲜有以全球贸易

网络地位为对象展开的研究; 另一方面, 需以更科学的方法对企业层面全球贸易

网络地位进行测度。 基于此, 本文以测度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为基础,
考察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销售对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生产环节在全球不同的国家间分布, 中间品和零部件的双边、 多边贸易形成了

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 各贸易方参与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 一是在既有网络范围不变的前提下, 已有的国家-产品间贸易关联强度进

一步增大, 加深贸易网络的深度; 二是在既有的国家-产品间贸易联系不变的前提

下, 贸易网络得到扩展, 扩大贸易网络广度。 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提高, 需

要在部分价值链环节提高竞争优势, 从而影响企业对外出口的深度和广度。 数字化

销售转型是提高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在互联网及数字化销售兴起以前, 传统的贸

易销售模式普遍受到信息、 地理、 物流等多种因素的限制, 贸易成本较高, 影响了

企业出口发展和贸易网络的形成。 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 可以

帮助企业扩展销售范围和提高出口强度, 由此提升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 数

字化销售模式转型促进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路径如下:
(1)数字化销售模式下的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深化的路径。 网络联系强度

体现了网络当中各个节点之间联系的强弱(Granovetter, 1973), 其与贸易相结合则

反映为贸易关联强度①。 出口强度大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现其参与全球中间

品贸易网络的地位, 出口强度可以促进企业实现资金快速流动, 帮助企业不断参与

对外贸易, 提高其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参与跨境电商平台能够帮助企业不断提高

既有的出口强度(Timmis, 2013; Lin, 2015): 第一, 跨境电商缓解了贸易买卖双

方的地理位置分割所引致的物流、 运输成本增加; 第二, 缓解了国际贸易售后服务

中需要付出的协商沟通、 远距离运输等成本; 第三, 电商平台能够将既有的订单的

情况、 客户评价、 贸易伙伴国家的偏好等信息及时公开和反馈给企业, 促进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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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购买既有产品和提升企业的产品与服务质量。 因此, 对于既有的贸易关联,
数字化销售模式可以促进相关成本降低, 提升出口贸易强度和贸易网络关联深度,
以此提高企业参与贸易网络中心度和地位。

(2)数字化销售模式下的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广度拓展路径。 贸易网络广

度拓展是指与更多的新市场建立联系, 或者是在旧市场上的新产品上建立更多的联

系, 由此提升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的广度。 一个企业与较多的国家、 在较多的

产品上建立贸易合作关系, 则代表该企业存在与较多国家和产品的贸易关联, 甚至

在贸易规模足够大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同时, 贸易关系数量有利于出口国获取更

多的技术与市场等方面的信息(Reyes 等, 2008), 而出口市场的不断扩大在帮助企

业提高其产品质量、 接触创新技术、 降低贸易关系中止的风险和提升市场的控制力

上均有积极作用(Mendez 等, 2007)。 企业使用数字化销售促使其跨越了物理距离

的局限性(Hortaçsu 等, 2009), 为买卖双方提供了较大的交易机会, 提高了企业在

新产品出口和新市场上的开拓(Yadav, 2014), 帮助企业建立新的贸易关系。 跨境

电商平台帮助企业不断拓展贸易网络, 原因是降低了搜寻成本: 第一, 企业进入新

市场以了解市场潜力和容量、 市场的文化风俗习惯、 市场的法律环境等信息为前

提, 而对以上信息的搜集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 跨境电商平台在搜索目标市场与目

标产品、 收集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和预测市场需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通过降低搜

寻成本和信息成本( Ellison 和 Ellison, 2009; Dinerstein 等, 2018), 促进企业进入

新市场和销售新产品。 第二, 数字化销售模式简化了国际贸易环节, 避免了寻找销

售代理、 构建物流运输渠道等中间环节, 减少了中间商对销售渠道的控制, 降低了

销售环节带来的交易成本, 帮助企业更好进入新市场和销售新产品。
综上所述, 由于数字化销售模式可以降低各类成本, 数字化销售将促进企业

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的深化, 同时也能促进企业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扩展,
提高企业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和地位。 基于此, 本文提出两个待检验的

假说:
假说 1　 数字化销售模式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
假说 2　 数字化销售模式通过提高已有贸易关系中的贸易强度, 以及通过扩大

出口新市场、 新产品, 拓展贸易网络广度, 提升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

三、 指标测度、 模型设定与数据匹配

(一)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量化方法与测度

PageRank 算法最初是 Google 公司用于衡量搜索引擎中特定网页相对于其他网

页的重要程度的算法, 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到了全球贸易网络测度中(洪

俊杰和商辉, 2019; 吕越和尉亚宁, 2020)。 本文将衡量网页重要性的算法赋予经

济含义并构造指标, 思路如下: 将世界各国 / 各行业视为一个“节点”, 一个国家的

“出链”则为贸易出口关系, “入链”为贸易进口关系, 如果两个节点之间产生贸易

关联, 那么这两个“节点”之间就会存在有向的“连边”, 因此, 所有“节点”与“连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 年第 3 期 国际贸易



- 26　　　 -

边”共同形成了全球贸易网络, 便可以科学刻画出全球贸易网络当中各国 / 行业在

网络当中的中心度①。 本文使用 PageRank 中心度刻画各节点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网

络中的重要程度: 一是该算法不仅能够覆盖到各国直接贸易关联, 还能覆盖到各个

层级的贸易间接关联, 形成了深层次贸易关联网络; 二是该算法在刻画各国 / 各行

业之间的贸易往来关系的同时, 能够消除国家排名之间的影响, 因此具有重要的研

究价值。 接下来对基于该算法的核心指标的测度进行介绍。
1. 产品(行业)层面的 PageRank 值测算

首先以 WIOD 中间品投入产出矩阵为基础, 测度本文所需数据, 设定该矩阵形

成的贸易网络关系当中存在 N 个贸易节点。 计算 PageRank 值时需要经过一定的规

则修正并进行多次迭代, 使其收敛于一个稳定值, 故第 k 步的 PageRank 值是由第

k-1 步的 PageRank 值修正得到。 根据 PageRank 算法原理, 初始情况下所有节点的

PageRank 值是均匀分布的, 用以表示贸易概率, 满足 ∑ n
PageRank 0( ) = 1, 其初

始值不影响最终迭代计算得到的 PageRank 值。 计算过程如下:

PR(k) = AT × PR k - 1( ) =(AT) k × PR 0( ) (1)

其中, 　 　 　 　 　 　 　 　 A = 1 - d( )

N
× eeT + d × G (2)

式(1)和式(2)中, A 表示经过概率缩减后的贸易矩阵, N 表示贸易网络中所

有贸易节点的数量; 阻尼因子 d 不仅代表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随机产生进行贸易的概

率, 而且能够解决有些贸易值为 0 的贸易节点和环形网络等特殊情况造成的难以收

敛的问题, 根据 Brin 和 Page(1998)提出的算法经验值, 设定 d= 0. 85。 同时, 本文

使用的贸易矩阵为有权有向的投入产出矩阵, 加权网络不仅能够刻画各个贸易节点

之间是否存在贸易关系, 而且还能够体现其贸易关联的强弱。 这里将出口贸易额作

为权重标准, 形成式(2)中的矩阵 G , 矩阵 G 是由中间品产出份额构成的非负矩

阵, 表示贸易关系的权值大小②。
2. 企业层面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测算

本文在产品(行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测度的基础上, 以企业出口产品结构

为权重, 测度企业层面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 表达式如下:

PageRankit =∑
j

(
Exportijt

∑ n

j = 1
Exportijt

× PageRank jt) (3)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 年第 3 期

①Google 公司在衡量网页的重要程度的 PageRank 算法中, “节点”是指各个网页, “出链”是指特定网页

与其他网页的链接, “入链”是指其他网页与特定网页的链接。 “连边”是指两个网页之间存在有向的链接。 因

为链接, 各个网页形成了一个网络, PageRank 算法可以衡量特定网页的重要性。
②该矩阵当中的各个元素 gvzt = expvzt / ∑z

expvzt, 为 t 年 v 行业出口到 z 行业贸易总额占 v 行业出口总额的份额,

该矩阵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WIOD 中间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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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 i 表示企业, j 表示产品, t 表示年份, Exportijt 表示第 t 年企业 i 在 j
产品(行业) 上的出口, n 为企业出口产品的全部种类, j ∈ 1, 2, …, n[ ] 。
PageRank jt 为根据式(1)测算的第 t 年 j 产品(行业)的全球贸易网络地位。

3. 企业层面的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测算完善

产品质量是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同时重塑了产品的比较优势( Hallak
和 Sivadasan, 2013; 余淼杰和张睿, 2017)。 可见, 产品质量是企业创造出口进而

反映贸易网络的重要方面, 因此在企业层面的贸易网络中心度指标的构建中, 可以

进一步纳入出口产品质量因素进行完善。
第一, 参考 Khandelwal 等 ( 2013) 测算企业出口的每一类产品的出口质量

Qualityijt , 具体过程如下:
lnqijmt = δmt - σ j lnpijmt + εijmt (4)

式(4)中, qijmt 代表 i 企业 t 年出口到 m 国的 HS4 产品 j 的总数量, pijmt 代表 i 企
业 t 年出口到 m 国的 HS4 产品 j 的价格, σ j 为产品 j 的弹性, 来自 Broda 和 Weistein
(2006), δmt 为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 εijmt 表示残差, 出口产品质量表达为:

qualityijmt =
εijmt
∧

σ j - 1
(5)

将式(5)标准化得到产品质量为:

r_ qualityijmt =
qualityijmt - min(qualityijmt)

max(qualityijmt) - min(qualityijmt)
(6)

接下来, 计算企业-产品层面的产品质量为:

Qualityijt =∑
m

exportijmt
∑
m
exportijmt

× r_ qualityijmt( ) (7)

第二, 将产品(行业)层面的全球贸易网络中心度 PageRank jt 与企业出口各类

产品质量相结合, 形成考虑产品质量的企业-产品层面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

度 (QPageRankijt) , 表达式为:
QPageRankijt = Qualityijt × PageRank jt (8)

第三, 以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为权重, 加权企业-产品层面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

络中心度, 形成完善后的企业层面的贸易网络中心度表达式:

QPageRankit =∑
j

Exportijt

∑ n

j = 1
Exportijt

× QPageRankijt( ) (9)

基于以上的测度方法, 式(9)计算出了每年各个企业完善后的全球中间品贸易

网络地位指标(简称为 QPR 值①)。 为了有所区分, 本文将式(3)计算出的企业原始

PageRank 中心度记为 P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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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对核心指标的描述和统计, 备索。 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阅”栏目查询、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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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来评估企业受数字化销售模

式转型(后文也表述为“政策冲击”)的影响, 该方法能同时考察如果这个企业不存在

数字销售模式转型, 其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是否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以此排除

与政策冲击同一时间发生的其他政策冲击和外部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影响。 由于不同

企业加入跨境电商平台的时间是动态的, 因此本文使用动态 DID 模型, 设定如下:
TNWipst = β0 + β1Incipst + γX ipst + τips + τt + εit (10)

式(10)中, 被解释变量 TNWipst 表示 p 地区 s 行业的企业 i 在第 t 年的全球中间

品贸易网络地位, 使用前文的 QPR 值衡量。 Incipst 为核心解释变量, 其设定如下:
若企业是跨境电商企业且时间在成为跨境电商的年份及之后, 则取值为“1”, 否则

取值为“0”。 本文使用动态 DID 的研究方法, 选取了政策实施年前后各 5 年作为观

察冲击影响的时期①。 本文选择的数字化销售转型的政策实施年覆盖了 2002—2010
年, 选取该区间作为政策实施年的原因是: 本文研究使用的样本数据覆盖年份为

2000—2013 年, 选择政策实施到 2010 年则可以保证在政策实施以后有足够长的时

间来进行实施前后对比。 X ipst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组, 控制了可能会影响企业全

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几个方面因素, 包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企业出口

额、 企业年龄和企业加工贸易份额②。 除此以外, 还在每个政策实施年组中控制了

时间、 企业固定效应, 并加入了聚类稳健标准误(Cluster)。

(三)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的政策“自选择”问题讨论

本文以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实现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作为冲击, 研究数字化销售

对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 然而, 加入跨境电商的行为本身是一种内生选择行

为, 即“自我选择”行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进行如下几方面处理: 一是后

文中使用 PSM 方法筛选“最有可能成为电商但又未成为电商的企业”作为控制组,
并最大限度地缩小两组企业匹配比例以保证两组在实现数字销售模式转型倾向上存

在相似性; 二是在基准回归方程中加入影响企业成为电商的企业特征因素作为控制

变量, 尽可能让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政策实施本身变得“随机”; 三是进一步使用

工具变量法研究, 以 Inc 滞后期作为双重差分项的工具变量研究企业的电商转型对

企业 QPR 的影响③。

(四)数据选取、 匹配与处理

本文将 2000—2013 年 WIOD 全球投入产出表、 中国海关数据库、 阿里巴巴中

国站的付费会员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四大数据库资源进行合并, 数据库中

涉及企业匹配主要使用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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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年限限制, 本文整体选取年份为 2000—2013 年。 以 2004 年为政策实施年的组,
选取冲击发生前 4 年(2000 年)至冲击发生后 5 年(2009 年)的数据; 以 2010 年为政策实施年的组, 选取冲击

发生前 5 年(2005 年)至冲击发生后 3 年(2013 年)的数据。
本文将企业性质区分为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该数据来源于海关数据库。
这在稳健性检验中呈现。



- 29　　　 -

(1)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 WIOD)。 通过该数据

库可以测算出以各国各行业为节点的 PageRank 值。
(2)中国海关数据库(CCTS)。 该数据库中的出口规模、 产品出口价格及数量

等数据为本文测算企业层面的 QPR 和 PR 值奠定了基础。 CCTS 数据库对于企业商

品的统计分类是遵循《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简称 HS 编码), 因此该数据库

在与 WIOD 数据库匹配的过程中, 本文参考张鹏杨等(2022a)的方法实现 HS 编码

和 ISIC(Rev
 

4. 0)的匹配。
(3)阿里巴巴中国站的付费会员数据库。 该数据库记录了阿里巴巴平台中的企

业数据, 包括何时加入阿里巴巴中国站(即成为电商的时间)等信息。
(4)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该数据库提供了本文所需要的企业相关特征变量。

(五)基于 PSM 方法的控制组企业筛选

根据式(10)的回归方程, 需要对处理组(电商企业)与控制组(非电商企业)进

行双重差分估计。 主要分两步来选择控制组: 第一步, 参考 Blonigen 和 Park
(2004)的方法, 采用 Logit 模型估计企业成为电商企业的概率①; 第二步, 根据

Logit 回归结果预测一个企业成为电商企业的得分, 采取近邻匹配的方法最终确定

控制组企业。 本文使用 1 ∶ 5 的近邻匹配比例为每年的处理组企业在每个政策实施

年选择了“最可能成为电商企业但没有成为电商企业”的企业作为控制组, 同时将

企业所在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与协变量一同纳入回归, 目的是尽可能克服其他不可

观测的宏观和外部因素的影响, 缩小两个组的企业特征差异②。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对方程(10)进行回归, 以考虑出口产品质量的全球贸易网络 QPR 为被解释变量,
结果见表 1。 表 1 列(1)不加入企业相关控制变量, 列(2)加入所有企业控制变量进行回

归, 列(3)和列(4)使用 PSM 方法筛选控制组企业, 以上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均显著为正, 证明了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对提升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具有积

极作用。 假说 1 得以验证。 为了解决前文提及的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的“自选择”问
题, 后文非特殊说明的情况下均使用 PSM 筛选控制组以后形成的样本进行研究。

(二)平行趋势检验③

本文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来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和转型后各年份的中间品贸易

网络地位变化, 使用对处理组和控制组差分的方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

验计量模型设定如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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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使用 Logit 模型的企业成为电商企业的概率估计的协变量的选择为企业的 TFP、 利润、 负债率、 外商资

本程度、 企业的年龄和规模。 影响企业成为跨境电商平台企业的概率检验, 备索。
PSM 匹配后, 组间企业特征核密度分布和对最终形成的样本描述性统计, 备索。
事实上, 本文除平行趋势检验外, 还通过了预期效应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证明数字化销售转型之前处

理组和控制组企业之间的发展趋势没有明显的差异。 由于篇幅限制, 未在正文中呈现,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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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准回归

项目

DID PSM-DID

(1) (2) (3) (4)

QPR QPR QPR QPR

Inc

TFP

企业出口总额

企业年龄

加工贸易份额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聚类稳健标准误

观测值

R2

0. 025∗ 0. 026∗ 0. 053∗∗∗ 0. 054∗∗∗

(0. 015) (0. 015) (0. 017) (0. 017)
0. 003∗∗∗ 0. 020∗∗∗

—
(0. 001)

—
(0. 005)

0. 000∗∗∗ 0. 000∗∗∗
—

(0. 000)
—

(0. 000)
0. 040∗∗∗ 0. 045∗∗∗

—
(0. 003)

—
(0. 013)

0. 079∗∗∗ 0. 053∗∗
—

(0. 006)
—

(0. 026)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
 

793
 

496 2
 

788
 

918 50
 

632 50
 

588

0. 672 0. 673 0. 645 0. 646

注: ∗、 ∗∗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值在 10%、 5%及 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 因篇幅所

限,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备索。 下表同。

TWNipst =∑ 5

n = -5
(μn × Inct -sky = n

ipst ) + γX ipst + τips + τt + εit (11)

对式(11)进行回归并将其结果绘制为平行趋势检验图, 如图 1 所示①。 其中,
横轴表示与实施年的时间间隔, 正数为企业在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实施之后第几

期, 负数为企业在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实施之前第几期, 纵轴表示估计系数, 点线

图当中的圆点代表对应期的回归系数, 虚线代表 95%的置信区间。 这里将数字化

销售模式转型实施的前一期作为基准期, 删除该基准进行考察。 图 1 显示: 对于影

响系数而言,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之前各期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 当企业成为跨境电

商后, 处理组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显著高于控制组, 且呈不断上升趋势, 表明数字

化销售模式转型对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存在显著的积极作用, 平行趋

势检验通过。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以下六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 使用未考虑企业出口质量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 PageRankit 替代

关键被解释变量 QPR 进行式(10)的回归, 结果如表 2 列(1)。
第二, 将 PSM 匹配率由 1 ∶ 5 调整为 1 ∶ 1, 进一步缩小控制组企业的范围, 相

关结果见表 2 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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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部分平行趋势检验的各期回归结果未汇报,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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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第三, 调整政策冲击前后时期选取。 样本期的选择是政策实施年的前 5 年与后

5 年, 目的是考察企业进行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带来的长期影响效果, 但是个别样

本期的前后时期不平衡, 可能会影响其均值和回归估计系数。 所以, 将样本期缩小

为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前后各 3 年, 相关结果见表 2 列(3)。
第四, 剔除对外贸易中间商企业, 考虑到出口中间商企业并非是直接生产产品

的企业, 不能真实反映生产企业的出口贸易特征, 故将样本中企业名称带有“经

贸”“商贸”“物流”“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剔除, 结果见表 2 列(4)。
第五, 更换研究方法①。 如前面所讨论, 基准回归使用动态 DID 方法可能存在

数字化销售转型政策的“自我选择”问题。 此次稳健性检验不再选择政策实施年,
而将样本更换为 2000—2013 年所有企业。 设定关键解释变量为数字化销售转型变

量 Ebuipst , 实现电商转型当年及以后的企业为“1”, 否则为“0”。 以 QPR 作为被解

释变量进行回归, 并选取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来克服其内生性问题, 结

果见表 2 列(5) ②。
第六, 更换控制组匹配方式。 在基准回归当中使用了逐期匹配选取控制组企

业的方式, 将每一个政策实施年下成为电商的企业分别选择控制组企业, 但考虑

到某一年控制组企业可能在其他政策实施年成为电商企业, 故将 2000—2013 年

所有年份均未成为电商的企业, 且所有年份均能匹配上的企业作为政策实施年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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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计量模型为: TWNipst+1 = θEbuipst +γXipst +τi +τt +εit , 其中控制变量的选择与基准回归一致。
在工具变量选取时, Kleibergen-Paap

 

rk 的 LM 统计量 p 值为 0. 000
 

9, 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

假设; 在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当中, Kleibergen-Paap
 

rk 的 Wald
 

F 统计量为 253, 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检

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16. 38, 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Hansen
 

J
 

统计量数值为 0, 则该模型为恰好识别并

且不存在过度识别, 以上检验说明了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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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电商转型企业的控制组, 确保控制组企业在每个政策实施年固定, 结果见

表 2 列(6) 。 以上检验中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证明了前文结果

的稳健性。

表 2　 稳健性检验

项目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为 PR PSM

 

1 ∶ 1 调整冲击
前后时期

剔除中间
贸易企业

更换回归
模型

更换控
制组

Inc

Ebu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Hansen
 

J 统计量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聚类稳健标准误

观测值

R2

0. 067∗∗∗ 0. 049∗∗ 0. 044∗∗∗ 0. 054∗∗∗ 0. 048∗∗∗

(0. 019) (0. 020) (0. 017) (0. 017) — (0. 015)
　 0. 031∗∗

— — — — (0. 012) —

253. 0
— — — — {16. 38} —

10. 943
— — — — [0. 0009] —

— — — — 0. 000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50
 

588 17
 

345 38
 

561 50
 

476 165
 

559 1
 

159
 

108

0. 907 0. 667 0. 687 0. 646 0. 025 0. 668

注: 列(1)至列(4)、 列(6)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选取与基准回归一致, 列(5)的回归模型当中固定效应设置
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中为 p 值, {}中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五、 影响原因探究

接下来对假说 2 进行检验。 影响渠道检验中, 首先考察数字化销售如何影响销

售渠道, 然后加入中介渠道, 以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化销售如何影响企业贸易网

络地位。 此外, 本部分还直接检验了中介效应对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
本文量化贸易强度和贸易深度, 将从出口二元边际的视角进行刻画。 借鉴盛斌

和吕越(2014)的出口二元边际测算方法, 将企业当年的出口增加分为三种情况:
旧市场中已有出口产品的出口增加、 旧市场中新产品出口的增加以及对新市场出口

的增加。 具体解释如下: 一是相对上一年, 企业在已经进入的市场中已销售产品上

的出口增加, 称为原有市场的原有出口产品, 这部分产品的出口额增加视为“市

场-产品”层面的集约边际( ITCP)的增加; 二是相对上一年, 企业在已有市场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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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新产品增加, 称为原有市场的新出口产品, 这部分产品出口的增加为旧市场上

产品种类层面的广延边际(ETP)扩大; 三是相对上一年, 企业在新市场上出口的增

加, 称为新市场扩展的广延边际(ETC), 这部分用以刻画企业的新贸易关系的扩

展, 即企业营销市场的范围增大。 本质上, 以上三部分中, 第一部分的总额刻画了

企业层面在旧市场当中的贸易强度的变化, 第二和第三部分刻画了企业贸易广度的

变化。 同时, 以上三部分出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也能反映企业在原有市场上原有出

口产品、 原有市场新产品进入和新市场的开拓的成本下降。

式(12)中, △Expt, i 表示企业 i 第 t 年相比前一年出口的出口贸易增量。 x 表示

出口, xt, i, c, k 表示企业 i第 t年在 c市场 k 产品上的出口。 c1、 c2 和 c3 均表示出口市

场, A、 B 和 D 分别表示已有的出口市场集合、 新出口市场集合和退出的市场集合;
k1、 k2、 k3、 k4 和 k5 均表示出口产品, O、 P、 Q、 R 和 T 均为出口产品集合, 分别

表示已有出口产品集合、 已有市场的新出口产品集合、 已有市场的退出产品集合、
新市场的全部出口产品集合和退出市场的全部出口产品集合。

将出口额分解之后, 在对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路径研究中, 将

式(12)中的“ETC”与“ETP”两部分进行加总得到“ET”变量, 视为测度企业贸易网

络广度拓展的综合衡量指标, 这是因为无论是出口到新市场和旧市场上的新产品出

口, 都属于企业的贸易网络拓展, 其加总能更全面地衡量企业贸易广度。 本文将

ITCP 和 ET 的对数作为分别衡量贸易强度和贸易广度的指标, 进行影响路径检验,
结果见表 3。 其中, 表 3 列(2)的被解释变量 ITCP, 回归结果中 Inc 系数显著为正,
证明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能够提高其在原有出口市场原有产品上的出口额, 意味着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后的贸易出口强度相比非电商的企业显著上升。 列(3)对贸易

强度的作用渠道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 一方面, ITCP 对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

地位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 Inc 对 QPR 的影响系数相比列(1)基准结果,
系数变小, 说明贸易强度是影响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因素, 且是数字销

售模式转型影响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中介渠道。 列(4)和列(5) 与列

(2)和列(3)的逻辑一致, 中介变量调整为了贸易广度 ET, 结果证明了贸易广度是

数字销售模式转型影响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重要渠道。 以上实证结果验证了

假说 2。
表 4 不再使用中介效应模型, 而是直接检验中介渠道对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

位的影响。 表 4 列(1)和列(3)与表 3 列(2)和列(4)意义一致。 表 4 列(2)和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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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检验 ITCP 和 ET 对 QPR 的影响, 从而再次证明了上述渠道是促进中间品贸易

网络地位提升的重要原因。

表 3　 影响渠道检验 1

项目

基准结果 贸易强度 贸易广度

(1) (2) (3) (4) (5)

QPR ITCP QPR ET QPR

Inc

ITCP

ET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聚类稳健标准误

观测值

R2

0. 067∗∗∗ 0. 120∗∗∗ 0. 062∗∗∗ 0. 526∗∗∗ 0. 052∗∗∗

(0. 019) (0. 043) (0. 019) (0. 098) (0. 019)
0. 043∗∗∗

— —
(0. 004)

— —

0. 029∗∗∗
— — — —

(0. 00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3
 

571 43
 

571 43
 

571 43
 

570 43
 

570

0. 686 0. 805 0. 688 0. 574 0. 696

表 4　 影响渠道检验 2

项目

贸易强度 贸易广度

(1) (2) (3) (4)

ITCP QPR ET QPR

Inc

ITCP

ET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聚类稳健标准误

观测值

R2

0. 120∗∗∗ 0. 526∗∗∗

(0. 043)
—

(0. 098)
—

0. 043∗∗∗
—

(0. 004)
— —

0. 030∗∗∗
— — —

(0. 00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3
 

571 43
 

571 43
 

570 43
 

570

0. 805 0. 688 0. 574 0.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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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企业异质性检验

数字化销售模式主要通过扩大企业贸易边界和贸易强度的方式来提高企业在全

球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但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 该作用渠道发挥的效果存在

差异, 因此销售模式转型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本部分进行企业的异质性检验, 考察

数字化销售模式对提高不同类型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作用差异。
1. 企业出口贸易方式异质性①

对于加工贸易企业而言, 其生产的产品多数为国外企业生产链中某一环节的中

间品, 其生产销售渠道、 贸易伙伴较为固定, 产品种类较单一 ( 张鹏杨等,
2022b), 因此向数字销售转型动力较低, 即使进行数字化销售转型也可能很难提

高其参与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的程度。 对一般贸易企业而言, 自主选择能力较强,
故推断其进行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后影响作用会较大。 本文将企业中的加工贸易企

业与一般贸易企业进行分组回归, 得到表 5 中列(1)和列(2)的结果, 加工贸易企

业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而一般贸易企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证实了上述推断, 故

数字化销售模式对一般贸易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具有明显作用。
2. 企业规模异质性②

对于大规模企业而言, 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对外贸易销售渠道, 与各国已经

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关系, 因此要显著提升其贸易网络地位相对困难。 不同的是, 选

择成为电商企业更能帮助小规模企业打破其存在的传统贸易带来的成本困境, 促使

其建立新的贸易关系, 扩大其贸易范围和贸易出口的深度。 这里将企业规模大小进

行划分, 其中, 规模处于均值以上的企业视为大规模企业③, 小于等于均值的企业

视为小规模企业。 分组回归得到表 5 列(3)和列(4)的结果, 其中小规模企业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 而大规模企业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故符合上述推断, 小规模企业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有助于提高其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3. 企业贸易网络大小异质性

在全球贸易网络化的背景下, 企业本身的贸易网络涉及的范围大小决定了企业

出口的市场多样性。 企业可以依赖已有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进行贸易网络拓展

(吴群锋和杨汝岱, 2019)。 相较贸易网络大的企业, 贸易网络小的企业面临更高

的贸易成本, 故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或将成为其降低成本进而增加其贸易网络参与

程度的有力手段。 对企业贸易网络大小进行划分的标准如下: 将企业所有年份的出

口国家数量取平均值来区分该企业的贸易网络大小。 其中, 贸易出口国家数量处于

均值以上的企业为大贸易网络企业④, 小于等于均值的企业为小贸易网络企业。 表

5 列(5)和列(6)分别为大贸易网络企业和小贸易网络企业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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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将企业出口加工贸易份额大于 0 的企业视为加工贸易企业, 份额为 0 的企业视为一般贸易企业。
企业规模由从业人数的对数数值来衡量。 以企业所有年份的平均生产规模来衡量该企业的规模大小。
依据本文企业规模的计算, 企业规模的均值为 5。
依据本文企业贸易网络大小的计算, 其均值为 10 个出口贸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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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拥有较大贸易网络的企业回归系数不显著, 而贸易网络较小的企业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 该结果表明数字化销售转型对贸易网络范围小的企业提高中间品贸易网络

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表 5　 异质性检验

项目

贸易方式 企业规模 企业贸易网络

(1) (2) (3) (4) (5) (6)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大规模 小规模 大贸易网络 小贸易网络

Inc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聚类稳健标准误

观测值

R2

-0. 011 0. 075∗∗∗ 0. 016 0. 088∗∗∗ 0. 003 0. 099∗∗∗

(0. 035) (0. 020) (0. 023) (0. 024) (0. 017) (0. 027)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6
 

891 32
 

748 23
 

997 26
 

552 18
 

532 32
 

017

0. 692 0. 655 0. 650 0. 651 0. 815 0. 590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当前, 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 数字产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数字化销售模式为数字经济的最重要的业态之一。 本文就数字化销售能否促进未来

中国企业提升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问题展开研究, 结论如下: 一是企业数字化

销售模式转型对提升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二是数字化销售

模式主要通过提高贸易强度和扩大贸易广度这两种途径提高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

络地位; 三是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对于一般贸易企业、 小规模企业和贸易网络范围

较小企业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影响尤其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得到了如下政策启示: 对于政府而言, 应推动和稳步促进

跨境电商平台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扶持跨境电商平台发展, 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统

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线上经营。 二是加强跨境电商等数字化销售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 培育建设一批优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平台, 为企业实现数字化销售转型提

供良好的基础建设。 三是打造国际化物流平台, 提供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 克服对

海外物流企业不熟悉、 物流成本高等问题, 加快完善国际物流服务平台的业务项

目与安全保障相关功能, 促进企业更好、 更快、 更安全地参与全球贸易。 对于企

业而言, 应利用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降低销售成本的优势, 促进企业扩大贸易网

络辐射范围和贸易网络参与深度。 一是积极推动企业的销售模式的更新, 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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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途径通过数字化销售转型扩展到“线下+线上” 双平台合作销售, 突破地

理、 时间等维度的限制, 参与全球贸易。 二是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本身的产品营销、
广告渠道实现对产品的宣传推广, 同时也要善于通过数字化销售模式搜索目标市场

的潜在客户信息、 信誉情况以及市场需求来避免交易风险。 三是利用线上平台克服

客户对产品需求、 品质的反馈困难, 在平台监督下保证产品质量与产品交货周期,
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打开销路的同时提高企业的信用度, 为企业构建更加稳固的合作

关系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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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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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Intermediat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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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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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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